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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important and growing stream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learning 
from negative experience. Haunschild et al. (2015) develop and test a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os-
cillation that explains why firms cycle through periods of learning and periods of forgetting, while 
they do not go into depth on it. So, this research deepens the connotation and mechanism of orga-
nizational oscillation, and modifies the model. Then, applying attention based view, we try to ex-
plore the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oscillation. This research enriches th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forgetting theory. It also makes theory contribution to reduce the frequent occur-
rence of serious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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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组织从负面经验中学习近年来已成为组织学习领域的研究热点，Haunschild et al. (2015)提出的组织振

荡模型，解释了为什么组织会在学习和遗忘过程中不断循环，但并没有对这一概念进行深入探讨。因此，

本研究完善了组织振荡的内涵，修正了作用模型；并且，引入注意力基础观理论，试图揭示组织振荡的

形成机理。研究结果丰富了组织学习与组织遗忘理论，对进一步解决组织中差错事故的频发问题有重要

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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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组织从负面经验(如失败、差错、事故、灾难)中学习(Tyre [1]等，1997；Dyck [2]等，2005；Cannon and 
Edmondson [3]，2005；Ellis [4]等，2006；Madsen [5]，2009)，近年来已成为组织学习领域的研究热点。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致力于解释促进和阻碍组织学习的因素以及知识如何逐渐消失(Argote [6]，2011；胡

洪浩和王重鸣[7]，2011)，却很少解释为什么组织学习后未能阻止事故或灾难重复发生，即组织为什么会

不断地学习、遗忘、再学习、再遗忘？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曾先后发生了挑战者号事故和哥伦比亚号事故，事故调查发现，两起事

故的原因惊人的相似，除了不同的技术原因外，这两起事故都是由同样有缺陷的组织过程引起的。调查

还发现，这些过程缺陷在挑战者号事故之后被迅速纠正了，然而慢慢又出现，随后导致了哥伦比亚号事

故(Vaughan [8], 2005)。问题是，在引起挑战者号事故的原因被发现和纠正之后，为什么还会发生哥伦比

亚号事故？类似问题在许多企业也同样存在。通过文献回顾，本研究发现，现有的组织学习(Levitt and 
March [9], 1988)和组织遗忘(Walsh and Ungson [10], 1991)的相关研究对上述问题尚缺乏深入的研究，缺乏

对学习和遗忘之间联系的认识，也不清楚它们两者结合会导致事故或严重差错的产生，更不清楚为什么

组织会循环呈现学习和遗忘的倾向以及这种循环是如何重复出现的。 
Haunschild [11]等(2015)从挑战者号事故和哥伦比亚号事故的定性数据中归纳、构建出了一个组织振

荡(organizational oscillation)模型，并利用那些向 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申请药物批准的企业 1997 年

到 2005 年间的数据检验了这个模型。这个模型解释了为什么企业会在组织学习和组织遗忘之间循环，原

因在于事故或严重差错会触发组织在安全关注(safety focus)和非安全关注(non-safety focus)间振荡，即事

故或严重差错会推动组织更多关注安全，同时也就会减少对其他方面如效率或创新的关注，然而，随着

时间流逝，诸如对安全现状的错误认识、人员的更替等组织过程会促进遗忘，导致关注点从安全逐渐转

向其他方面，最终导致另一个严重差错的发生，这又将会使组织关注点转回安全，如此循环振荡，而造

成这种振荡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源的稀缺性和内外部压力。组织振荡模型给我们研究严重差错或灾难

事故频发的原因带来了全新的视角，也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组织从负面经验中学习的复杂过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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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我国很多地方经常出现煤矿矿难、火灾等重大安全事故，事故发生后，各级领导指示、现场指挥

办公、召开紧急会议、问责、撤消一些人的职务、制订规章制度，不断重申安全的重要性，组织安全学

习，总结经验教训，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类似事故再次发生，这些行为又会重复，几乎形成了一种行为

模式(陈国权和宁南[12]，2009)。深入研究组织振荡的内在机理无疑会对破解这种行为模式产生启示。然

而，有关组织振荡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甚至对其定义、形式、特征等内在涵义还有待完善，有关资源的

稀缺性和内外部压力影响组织振荡的形成机理也尚未明确，这种组织振荡现象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机制更缺乏研究。因此，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推动相关理论的发展，本研究试图揭开这个“黑箱”。 

2. 相关概念研究现状 

(一) 组织学习与遗忘 
我们知道组织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由组织学习的能力与组织遗忘的倾向共同造

成的(姚俊等[13]，2006)。我们不清楚为什么组织会变回原样，尽管诸多证据表明确实如此。虽然直观，

但现有组织学习理论尚无系统解释的，一个在学习与遗忘之间不断循环的连续性现象。有关组织学习的

文献数量已有很多而且侧重点各不相同(Levitt and March [9], 1988; Argote [6], 2011)。学习曲线现象是比

较受关注的一个领域，相关研究认为经验积累会通过提高产出和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效率(Argote [14]
等，1990)。然而学习曲线也表现出相当大的变化，即使不同组织完成同样的任务，有的学习快，有的学

习慢(陈国权[15]，2009)，有的甚至不发生学习行为(Lapré and Nembhard [16], 2011)。如果考虑到有大量

关注于组织学习的困难的研究，那么上述现象就得以很好解释。组织学习的困难包括无效或有缺陷的数

据(March [17]等，1991；Beckman and Haunschild [18]，2002)、搜索面狭窄(Levinthal and March [19], 1993)、
成功与失败的分配问题(Madsen and Desai [20], 2010)以及其他一些降低体验式学习(Denrell [21], 2003)或
替代性学习效率(Chandler and Hwang [22], 2015)的因素，以及那些限制从稀有事件中学习的复杂因素

(Lampel [23]等，2009)。 
不仅知识难以获得(姚俊等[24]，2010)，同时组织有时候会因为遗忘而丢失知识(Argote [25], 2013)。

Haunschild 等从安全关注和非安全关注间转换的视角提出了组织学习和组织遗忘的概念，即组织学习表

示组织在发生严重差错后，从非安全关注向安全关注转移的过程；而组织遗忘则表示组织从安全关注转

向非安全关注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由于知识的丢失(Holan and Nelson [26], 2004)，或者注意力的转

移所造成(Ocasio [27], 1997)。换言之，与关注于避免严重差错的活动消失，而专注于提高产出或创新的

活动出现。近年来，组织从负面经验中学习已成为组织学习领域的研究热点(朱颖俊等[28]，2011)，旨在

研究组织如何从负面经验中学习以获取教训，从而防止未来悲剧重演。例如研究组织从失败中学习

(Cannon and Edmondson [3]，2005；Ellis [4]等，2006)、组织从差错中学习(Tyre [1]等，1997；Dyck [2]
等，2005)、组织从事故中学习(March [15]等，1991；Vaughan [8]，2005)、组织从灾难中学习(Madsen [18], 
2009)等，大多致力于解释什么促进学习、什么阻碍学习(Argote [6]，2011；胡洪浩和王重鸣，2011)，也

有不少解释知识如何逐渐消失的组织遗忘(Walsh and Ungson [10], 1991; Argote [6], 2011)的相关研究，却

显有解释为什么组织学习后未能阻止事故或灾难重复发生，以至于我们对组织如何有系统地在学习周期

和遗忘周期之间循环的作用机理依然了解很少。为了了解这种作用机制，我们必须发现触发转换的潜在

因素(史丽萍等[29]，2014)。Haunschild 等认为，事故或严重差错可能是导致组织从遗忘周期转向学习周

期的触发器。组织学习理论早已证实差错有破坏性，为此，很多近期研究不再聚焦于降低成本和提高产

出，转而研究学习带来的其他结果，如减少差错和避免事故(Haunschild and Sullivan [30], 2002; Baum and 
Dahlin [31], 2007; Madsen [5], 2009)。然而，我们依然不清楚发生连续性差错的原因。尽管已有组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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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研究认识到组织差错具有破坏性(Madsen [5], 2009)并且值得学习(Goodman [32]等，2011)，
Haunschild 等也已经验证了严重差错或事故会推动组织将关注点转向安全，强调更多安全导向行为，同

时也会忽视其他关注点，如效率和创新等。然后随着时间流逝，一些组织过程会促进遗忘，例如对安全

现状的错误认识以及员工离职等，都会导致关注点逐渐转向非安全因素，最后导致另一起事故或严重差

错，既而将组织的关注点再次转向安全，如此循环往复。然而严重差错在触发组织学习的同时，还能导

致组织忽视其他关注点的双重效应，目前尚未被理论化。 
(二) 组织振荡 
组织在关注点间(如安全和效率，或安全和创新)振荡是组织处理竞争压力的产物(Haunschild [11]等，

2015)。长期以来，人类学家们都在研究不同状态之间的振荡，这是试图处理不相容状态的自然结果，即

当两个同样被渴望的状态出现时，一个行动者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状态，所以振荡就产生了(Maybury 
and Almagor [33], 1989)。 

有关振荡的研究已有不少，如 Barley and Kunda [34] (1992)研究了从 1860 年到 1990 年之间，各种管

理思想的意识形态在理性的扩张和规范性的收缩之间波动的情况，此外，Adler [35]等(1999)讨论了在生

产系统中，决策者在效率和弹性之间权衡的情况，以及组织如何处理员工在常规和非常规工作之间接连

转换的问题。Nickerson and Zenger [36] (2002)讨论了组织如何在集权和分权控制之间转换。他们进行这

些研究是因为每种状态都有其显著的优势和劣势，且两种状态几乎完全相反，处于某个状态往往倾向于

强调这个状态的成本以及另一个状态的收益。 
有关学习和创新的文献中也有研究阐述了组织可以在不同关注点之间转换。例如，March [15] (1991)

提出，组织可能会在探索新可能性和利用旧确定性之间移动，而且即使平衡是比较理想的，然而组织也

会在两者之间做出显性或者隐性的选择。相类似地，Abernathy and Utterback [37] (1978)认为，随着组织

不断成熟，组织会从产品创新转向过程创新。 
虽然他们的理论是一个线性过程而非循环振荡，而且都表达了组织中各种不同关注点之间的振荡现

象，但“组织振荡”这一词语是 Haunschild 等提出的新概念，他们把组织振荡界定为组织在安全关注点

和非安全关注点之间的循环往复。具体地说，组织不仅会从安全关注点转向某个非安全关注点，还会因

为某些原因再转变回去，事故或严重差错是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它推动组织转向安全关注的同时偏离

非安全关注，从而触发了组织从遗忘周期转向学习周期，而这种关注点转换的结果就是“组织振荡”。

Haunschild 等认为，出现这个组织振荡现象的最基本原因是资源的稀缺性，因为资源一旦被更多地分配

到某项活动就会减少其分配给其他活动(Perrow [38], 1984; Heimann [39], 2005; Vaughan [8], 2005)。比如，

在 NASA 的案例中，选择关注安全就意味着要采取一系列行为来保证不会出现差错，在决定是否要发射

航天飞机时，除非证明发射是安全的，不然不会发射。而如果关注效率，这就意味着要采取一系列行为

来最小化投入，最大化产出，那么在决定是否发射航天飞机时，就变成除非证明发射是不安全的，否则

就发射。而内外部压力也会驱动组织振荡，因为在事故发生后，安全往往会占主导地位，内部压力和外

部压力都会使组织提高与之前事故相关的安全行为。外部压力有可能源于监管者、调查组织、消费者监

督组织和媒体等，他们迫使组织分配资源去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防止未来再次发生(Carroll [40], 
1995)。事故发生后的内部压力同样紧迫，组织可以通过补救措施部分减轻名誉损失(Rhee and Valdez [41], 
2009)，组织表现出的安全意识的增强可以加强这个效果。另外，内部学习可以将组织关注点由产出转移

到安全，组织可以更多地从灾难事故中学习(Madsen and Desai [18], 2010)，因为灾难事故会促进调查(Cyert 
and March [42], 1963)和反思(Morris and Moore [43], 2000)，组织会制定规程，雇佣新的安全人员来努力避

免未来再次发生事故。然而，这些提升安全关注的手段成本都比较高，因此，他们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诸

如效率和创新等其他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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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nschild 等认为 NASA 先后发生的挑战者号事故和哥伦比亚号事故经历构成了组织在效率关注和

安全关注之间振荡的实例，并从事故的定性数据中归纳、构建出了一个组织振荡模型(如图 1 所示)，并利

用那些向 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申请药物批准的企业 1997 年到 2005 年间的数据检验了这个模型，

验证了严重药物差错(用安全性药物停产、药物面市许可申请被拒、药物被增加黑框警示的标签来测量)
会导致医药企业在安全关注(以某个医药企业在某一年的所有药物的临床试验次数、与临床试验相关的科

研论文发表数量来测量)和创新关注(用企业一个观察年中成功申请的专利数来测量)间振荡。 

3. 组织振荡的内涵、维度及模型修正 

Haunschild 等虽然提出了组织振荡的概念，并验证了企业的确会因为事故或严重差错导致这种关注

点间的振荡，也提及了资源稀缺性和内外部压力是导致组织振荡的根本原因，但他们并未对组织振荡的

定义、形式和特征等内涵作清晰的阐述，也没有明确两个端点具体是处于什么状态，更没有描绘一旦组

织干预后振荡会发生何种变化，而且重要的是，他们也没有对组织振荡的前因后果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

分析更无实证性研究，换言之，他们没有分析资源稀缺性和内外部压力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组织振荡，

组织能否以及如何通过提升组织学习能力和减少组织遗忘倾向去干预组织振荡的负面影响。当然也没有

研究组织振荡对组织和成员会产生什么后果，以及这种后果产生的作用机制。为了弥补上述问题带来的

研究不足，本研究首先将组织振荡定义为：组织振荡是指组织因事故或严重差错触发的组织学习和组织

遗忘在高安全关注(低非安全关注)和高非安全关注(低安全关注)之间不断循环转移的过程。基于此定义，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组织振荡的修正模型(如图 2 所示)。 
本研究认为，在一个组织振荡周期(TZ)内，组织从组织学习周期(TX)转向组织遗忘周期(TY)的端点具

体是处于高安全关注、低非安全关注状态，而组织学习周期(TX)的起点和组织遗忘周期(TY)的终点即事故

或严重差错发生时组织处于高非安全关注、低安全关注状态；组织振荡期间会出现安全关注与非安全关

注处于均衡的状态；基于学习曲线和遗忘曲线的原理，组织因发生事故或严重差错后引发的组织振荡周

期会逐渐延长，即 1 2 3Z Z ZT T T< < <�。而组织应通过干预振荡，尽可能减少事故或严重差错发生的频次，

即试图实现： ’Z ZT T< <�， 1 2 2? 3?Z Z Z ZT T T T< < < <�。 
根据修正模型，本研究初步认为，组织振荡至少应该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反映一次组织振荡时间长

短的振荡周期维度，二是反映一次组织振荡幅度大小的振荡幅度维度。由于一个组织振荡周期是发生两

次事故或严重差错的期间，因此，振荡周期维度可以用两次事故或严重差错发生的时间长短来客观衡量；

而振荡幅度维度的测量则要复杂得多，因为可能涉及到事故或严重差错的严重程度、安全关注和非安全 
 

 
Figure 1. Th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oscillation (Haunschild et al., 2015) 
图 1. 组织振荡模型(Haunschild 等，2015)  

https://doi.org/10.12677/mm.2017.75038


尹文珺 等 
 

 

DOI: 10.12677/mm.2017.75038 285 现代管理 
 

 
Figure 2. The modified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oscillation 
图 2. 组织振荡修正模型 

 

关注的高低状态、组织决策者安全和非安全注意力配置的高低比率、组织学习或反思能力的高低水平等

诸多因素，这些都有待于后续进一步的研究。 

4. 组织振荡的形成机理：基于注意力基础观视角 

根据注意力基础观[24] (Ocasio, 1997)，组织决策者的注意力配置是指组织决策者将注意力聚焦于何

种决策问题和答案，注意力配置决定了可进入组织战略决策程序的议题，从而影响战略决策的结果。注

意力基础观视组织为一个注意力配置系统，承认组织决策者的注意力是有限的稀缺资源。从某种意义上

说，理解组织的行为需要首先理解组织决策者如何分配他们的注意力[24] (Ocasio, 1997)。组织注意力基础

观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原理[44] (刘景江和王文星，2014)：第一是注意力焦点，即决策者做出什么决策取决于

他们所关注的议题及其解决；第二是情境注意力，即决策者关注什么议题及其解决以及他们做什么，取决

于他们所处的特定情境；第三是注意力的结构化分配，即决策者发现自己处在什么特定情境以及他们如何

关注这些情境，取决于组织的规则、资源和社会关系如何调整和控制议题及其解决，以及决策者的具体活

动、沟通和程序。Ocasio [45] (2011)认为，情境注意力促成特定的注意性选择，从而驱动组织行为和结果。 
Haunschild et al.认为，企业将关注点转移的事实证实了有内部和外部压力驱动组织振荡的现象。

Madsen and Desai [18] (2010)认为，尽管组织绩效压力会将组织关注点更多投向产出，但灾难事故的发生

会促进调查[37] (Cyert and March, 1963)和反思[38] (Morris and Moore, 2000)，组织将更多地将注意力投向

从灾难事故中学习，关注点自然就由产出转移到安全。 
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如法律法规、惯例和习俗等)是影响企业高层管理者认

知和注意力的重要刺激因素，外部制度压力会影响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注意力配置(Abrahamson and Ham-
brick [46], 1997; North [47], 1990)；来自制度压力的力量可以从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三个方面

影响组织[48] (Scott, 1995)。 
社会压力是指能约束个人行为或组织活动并使其趋于特定目标或共同规范的社会力量(Young [49], 

1985; DeZoort and Lord [50], 1997)。社会压力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秩序对个人行为或组织活

动的规范性约束作用，另一方面指社会组织(包括正式组织及非正式组织)对个人或组织的非正式约束或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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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51] (Davis and DeZoort, 2006)。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等形式的社会压力，会对个人或组

织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52] (杨春洗等，2001)。事故发生后，外部社会压力会迫使组织分配资源去调查到

底发生了什么以及防止未来再次发生[40] (Carroll, 1995)。 
据此，本研究认为，组织振荡的产生实质上是受组织决策者有限的注意力资源配置影响的结果。事

故或严重差错发生后组织所处的内外部压力的特定情境会影响组织决策者的注意力配置，从而影响组织

振荡。因此，注意力基础观很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揭示组织振荡的内在形成机理。 
Hofstede et al. [53] (1990)认为组织文化是在组织成员中发展起来的共享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赋予行为

以意义，同时这些价值观被新成员接受并使他们能融入到组织文化中。而组织文化则由价值观和实践两

个部分组成，其中价值观是核心，由三个独立维度组成，包括对安全的需要、以工作为中心和对权威的

需要。组织文化被视为组织整合内部力量、适应外部环境的关键手段，会在组织和个体两个层次上影响

组织的运行[54] (Denison and Mishra, 1995)。当一个组织未能实现既定的抱负水平时，它会产生产生在决

策和注意力规则的制定过程中的知识搜索和组织学习[37] (Cyert and March, 1963)。Ocasio [24] (2011)认为，

高层管理者的价值观影响其聚焦注意力于企业战略行为及其结果。 
另一方面，在情景一定的条件下，领导风格常常被认为是导致组织绩效差异的重要因素[55] (Bons and 

Fiedler, 1976)。所谓领导风格，是指高管指导下属(部门、团队或个体)工作中所展现的一种行为模式[51] (Bons 
and Fiedler, 1976)。根据权变领导理论，领导风格大致可以依据高管的动机结构划分为任务取向型和关系取

向型。任务取向型领导风格的主要特征是以任务为中心，为了工作任务而不惜损害人际关系，重视通过任

务的完成来满足自尊心并将之作为领导绩效的评价标准；与之不同的是，关系取向的领导风格是以人际关

系为中心，乐意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同事与下属多采用谅解、支持和共享的态度。 
而对于组织结构特性这一概念，尽管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Hage et al. [56], 1970; 

Burns and Stalker [57], 1961)，但他们大多集中于对于组织的权力结构和规范化程度的研究。组织结构不

仅包括组织个体中实际的职责和权力分配，也包括计划和控制体系，以及决策、协调和执行等过程。前

者与组织职权的建立相关，而后者与组织的过程规则相关，即前者表现为组织内部权力的配置情况，后

者说明的是工作和流程的规范化程度。组织结构虽然是个复杂系统，但也具有两个关键的特性变量，即

组织集权化和组织正式化，组织集权化和组织正式化被认为是影响结构要素的潜在关键要素，它们对组

织中知识创新与管理的影响效果是被广泛认可的[58] (Lee H and Choi B, 2003)。这两个特性变量可以用来

描述组织结构特性，而且，组织集权化程度越高(或低)、组织正式化程度越高(或低)，组织机械化程度越

高(或有机化程度越高)。Thompson [59] (1965)认为组织集权化对组织创新行为有消极影响；Damanpour [60] 
(1991)认为组织通过分权可以实施系列创新活动。Sim D. et al. [61] (1993)认为组织正式化程度高，往往阻

碍了必要的创新知识的交流和共享。 
综上所述，本研究假设组织的安全导向行为和非安全导向行为的转换可能会受不同的时间(Lewis [62]

等，2002)、领导风格(Miron [63]等，2004；Naveh and Erez [64]，2004)、组织结构特性(Heeseok and Byounggu 
[65], 2003)和组织价值观(Hofstede [53], 1990)影响。即在相同的压力情境下，组织决策者的注意力配置也

可能会因组织结构特性、组织价值观和组织决策者的领导风格的不同而不同。 
另外，虽然严重差错或事故对关注点的作用效应随着时间不断减弱，但为了保证研究结果不掺杂时

间流逝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将时间这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为此，基于注意力基础观视角，本

研究提出以下模型(如图 3 所示)作为组织振荡形成机理的研究框架。 

5.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首先深化了组织振荡的内涵完善其定义、形式和特征等概念，并修正 Haunschild et al.提出的 

https://doi.org/10.12677/mm.2017.75038


尹文珺 等 
 

 

DOI: 10.12677/mm.2017.75038 287 现代管理 
 

 
Figure 3. The research model of the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oscillation 
图 3. 组织振荡形成机理的研究框架 

 

模型以便于后续研究。然后，基于注意力基础观，揭示了组织振荡的形成机理。本研究视组织为一个注

意力配置系统，认为组织决策者的注意力是有限的稀缺资源，组织在事故发生后面临的内外部压力下如

何配置并管理其决策者的注意力是预测和解释组织振荡的关键，因此，本研究构建理论模型，研究事故

情境压力(包括内部绩效压力，外部制度压力和外部社会压力)和组织决策者的注意力配置(包括安全注意

力配置和非安全注意力配置)对组织振荡的影响，以及组织价值观、领导风格和组织结构特性对这种影响

的调节效应，以找到组织干预振荡的可能策略。 
然而，由于组织振荡尚无成熟量表，无法收集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因此暂未对提出的模型进行验证，

故针对现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本研究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 
1) 开发组织振荡量表。虽然本研究探索性的提出了组织振荡的三个维度：振荡周期、振荡频次和振

荡幅度，并且修正了 Haunschild 等提出的组织振荡模型，但是由于目前国外对组织振荡的研究才刚刚起

步，因此该变量相关的量表还有待开发，各维度测量指标体系还有待建立，而这也是所有后续深入研究

的基础。 
2) 实证分析组织振荡形成机理以及对其他变量的影响机制。通过文献研究、现场访谈、专家研讨、

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案例研究等方法，收集多层次、多来源的主客观数据，采用多层数据分析法检验

上述理论模型，通过假设检验结果揭示组织振荡的内在机理，以及对其他研究变量的影响机制，并提出

相应的管理对策。 
3) 组织振荡在组织学习与组织遗忘之间是否存在间断性的平衡状态。Haunschild 等提出的振荡模型

中界定，组织振荡是在安全关注与非安全关注点之间循环振荡。那么在循环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两种关

注点之间间断性的平衡状态，其持续的路径和规律是什么？打破这种平衡的触发因素是什么？是否有相

关因素可以延长这种状态？ 
本研究的结果完善了组织振荡的理论，这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理解组织振荡这一客观存在的现

象，而且有利于学者后续对组织振荡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本研究将组织战略管理研究领域的注意力基

础观理论应用到组织学习研究领域，这不仅深化了组织振荡的形成机理的分析研究，而且拓展了组织学

习与遗忘理论的关联研究进而丰富组织学习理论。这不仅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而且对现实中由于组织领

导人的更换带来的注意力变化开拓了新的研究思路。 
虽然消除事故或严重差错及其带来的振荡循环是不现实的，但是了解这种现象的内在机理可以帮助

组织减轻学习与遗忘这些复杂过程的不良后果，因此，本研究对中国企业解决长期困扰的差错事故频发

问题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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